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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区划调整推动的区域市场整合会引致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发生变化。以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并入合肥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作为案例，运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区域市场整合与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

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巢湖市在经历区域市场整合与城市行政等级降格后的实际经济增长路径低于

潜在的合成控制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引致的区域市场整合对未发生行政等级变动的合肥市和庐江

县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中小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弱化对其经济增长不利。研究结果为我国行政区

划调整和城市群建设中如何协调区域中心城市与其他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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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增长有赖于要素在城市空间的配置效率，任何一个社会都要通过一定方式来实现资源在空间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以提

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市场和行政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城市

经济发展为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依靠行政力量能够快速有效地调动资源参与城市经济建设，补齐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

为城市经济发展打下物质基础。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区划造成的区域市场分割、要素流动受阻和重复建设

带来的资源浪费等弊端开始显现。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进行区域市场整合，以打破行政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扩大

了城市经济空间和市场规模。以行政区划调整推动区域市场整合虽然弱化“行政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提高了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但是区域市场整合削弱了城市行政调配资源的能力，这是否会造成在区域经济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

城市的经济增长受阻？现有研究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本文以安徽省撤销巢湖市并入合肥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例，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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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整合与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中央和地方分权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地方分权形成的区域竞争是促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Maskin和Qian，2000）。[1]然而，改革带来的并非是一种完全分权，经济分权和政治转型的非整合性矛盾突出，尤其表现在地

方政府对区域内经济运行产生的显著影响方面，并且这种影响与城市行政等级密切相关（刘君德和范今朝，2015）。[2]我国城市

行政等级可划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一般地级市、县（县级市）和镇（乡）五个层级，城市行政等级越高，经济管理权限

和制度权限越大，资源调配能力越强，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影响越大（谢小平和王贤彬，2012）。[3]有学者在研究城市行政等级与

经济增长时发现，首都、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会得到更多的中央资源配置倾斜，省会城市相较一般地级市能够得到更多省级层

面的资源配置倾斜（魏后凯，2014）。[4]在制度安排方面，中央对高行政等级城市的资金和权力投入显著高于低行政等级城市（才

国伟等，2011）。[5]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行政审批、立法、税收减免和产业引入等经济权限上有着巨大差异，高行政等级城市有

更高的经济权限，可以动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将经济资源不断向高行政等级城市集中（王垚和年猛，2014）。[6]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不同行政等级城市拥有的行政资源配置能力差异是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地方政府对市场的

强力渗透，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了特有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刘君德，2006）。[7]在“在行政区经济”模式下，各地方

政府官员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胜出，仅关注本地经济发展，忽视甚至阻碍区域间经济协调，导致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自由

流动受阻，造成我国区域市场长期处于分割状态（魏衡等，2009）。[8]朱希伟等（2005）发现中国的行政区划导致了国内市场的

分割，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造成国内企业不得不借助国际市场，以扩大市场规模，无形中影响了我国整体经济效率的实现

和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9] 

在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出口受阻的背景下，加强区域市场整合，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对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具

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近年来我国不断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市场进行整合。基于“行政区经济”理论所采取的行政区划

调整主要包括县改区、区县合并等行政区划的横向调整，其中以地级市撤县设区最为典型。高琳（2011）认为县改区打破了市

县之间原有的行政区划分隔，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10]孟延春和谷浩（2017）指出撤县设区提高了我国的城镇化率。[11]

然而，学术界对县改区的经济绩效问题并未达成共识。金中坤和徐伟（2015）对苏州和常州市撤县设区的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撤县设区对当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提升作用。[12]韩永辉等（2014）认为撤县设区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区划壁垒对

要素流动的限制，县改区后，被撤县的独立性在短期能依然较强，与中心城市的融合度较差，造成了撤县设区行政区划调整对

区域市场整合效果大打折扣，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不显著。[13] 

综上，针对政府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区域市场整合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不缺乏，但已有成果往往将二者对经济发

展的影响分割开来，忽视了区域市场整合与伴生的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聚合影响。区域市场整合虽然

为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但是，也约束了政府行政配置资源的能力，在行政与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此消彼长的过

程中，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路径会如何变动？已有文献并没有给出适当的证据加以论证。 

为了验证区域市场整合及由此带来的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寻找已经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城

市作为研究样本。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而言，安徽省巢湖市并入合肥市最具有研究价值。已有的撤

县设区行政区划调整都是某个地级市对下辖的个别县进行调整，调整范围没有扩大至原属行政区以外，被撤县原有的行政等级

名义上并没有改变，经济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持。2011年地级巢湖市撤销并入合肥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一方面，将调整

范围扩大至原属行政区以外，区域市场整合力度更大。另一方面，原地级巢湖市降格为县级市后，虽然获得了更大市场空间，

但行政配置资源的能力随之减弱。因此，“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区域市场整合及其相伴生的行政配置资

源能力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良好案例。基于此，本文通过借助政策效应识别的前沿方法——合成控制法，估计“撤巢并

合”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实现区域市场整合与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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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策略 

1．政策背景与模型构建 

2011年8月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并入合肥市的区域市场行政整合可以看作是区域市场整合与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变化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次自然实验。按照合成控制法的思想，将行政区划调整之后的县级巢湖市作为处理组，以安徽省内没有进

行行政区划调整的其他地级市市辖区作为控制组，比较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可以提供区域市场整合与行政配置资源能

力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 

根据传统的双重差分法（DID）思想，可以对比行政区划调整之后的巢湖市实际GDP水平和其他地级市市辖区的实际GDP水平，

二者差距可视为区域整合与城市等级变动对巢湖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双重差分法忽视了行政区划调整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安

徽省其他城市与巢湖市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从而造成双重差分法不能精确识别“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引致的区域市场整

合与城市行政等级变动对巢湖市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 

借助合成控制法可以较好克服混淆因素对研究政策效应识别造成的影响。可以根据安徽省内没有行政区划调整的其他地级

市市辖区的组合来构造一个控制组，将其视为不受区域市场整合与行政等级变动影响的“合成巢湖”。进一步，对比行政区划

调整后的真实巢湖经济增长水平与“合成巢湖”的经济增长水平，若二者的差距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区域市场整合与行政配置

资源能力变化对巢湖经济增长存在实际影响。 

Abadie和Gardeazabal（2003）最早提出合成控制法，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恐怖活动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14]近年来

合成控制法开始在国内流行，并用于评估政策效果，如王贤彬和聂海峰（2010）通过合成控制法研究了重庆市直辖对四川地区

经济增长的影响。[15]刘甲炎和范子英（2013）利用合成控制法研究了重庆房产税试点政策效果。[16]黄启才（2018）运用合成控

制法研究了自贸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17]黄先明和肖挺（2018）运用合成控制法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沿线城市

消费的影响。[18] 

合成控制法是基于“鲁宾的反事实框架”，假想某地区如果未受政策干预会怎样，并与事实上受到干预的实际数据进行对

比，二者之差即为“处理效应”。该方法的关键是构造合适的控制组，就本文而言，需要寻找与巢湖市情况相似，但并未进行

行政区划调整的地区，作为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的巢湖市的反事实替身。本文基于合成控制法思想，通过对安徽省未进行行政

区划调整的地级市市辖区（控制组）进行适当的线性组合，以构造一个优秀的“合成控制地区”作为巢湖市（处理组）的“替

身”，并将“实际巢湖”与“合成的巢湖”进行对比，评估“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对巢湖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做

法如下： 

假设观测到安徽省K+1个城市的实际GDP水平，其中第1个城市（巢湖）代表受到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其他K个城市的实际

GDP没有受到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记yit为地区i在第t期实际观测到的实际GDP水平情况（结果变量），其中i=1,…,K+1，

t=1,…,T。yNit为地区i在第t期如果未受行政区划调整干预的经济增长情况。记T0为政策干预开始之前的期数，且1≤T0≤T。

如果城市i在第（T0+1）至T期受到行政区划调整政策的持续干预，记yIit为城市i在第t期的受行政区域调整干预的实际GDP水平。

假设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在T0期对于实际GDP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对安徽省所有城市i与t≤T0，都有yit=yNit=yIit。如果行政

区划调整政策在实施之前就对城市实际GDP水平产生影响，那么，可以将T0期重新定义为行政区划调整实际对城市GDP水平产生

影响的时期。假定安徽省各城市之间不会相互产生影响，即控制组地区的实际GDP变量不受处理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我

们关心当i=1而t>T0时的处理效应：a1t=yI1t-yN1t就表示“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所引致的经济效应。在上式中，只要

估计yNit即可。假设yNit由以下因子模型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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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δt为时间固定效应，zi为不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的控制变量，λt为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ui为个体固定效应，ε

it为随机冲击。为了估计“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对巢湖市实际GDP水平的影响，我们必须估计假定巢湖市（第1个地区）如

果没有发生“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时的实际GDP结果yNit。我们可以通过构造安徽省没有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的城市（控制

组）的线性组合，来近似假定没有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的巢湖。基于此，我们建立一个（K×1）维权重向量w=≤w2,…,wK+1≤′，

满足对任意的K，wK≥0，并且权重之和为1。 

 

假设存在向量组w* = w*2 ,…,w*K+1 Σ Σ′满足： 

 

如果 非奇异，就有： 

 

式（4）中a赞1t为a1t的估计。Abadie等（2010）证明，在一定的正则条件下，如果合成控制w*能完全复制处理地区的经济

特征与干预前的结果变量，则当干预前期数T0趋于无穷大时，合成控制估计量是渐近无偏的。[19] 

2．估计方法 

为了求解a赞1t，必须知道w*。权重向量w*，可以通过近似解法，选择最小化x1和x0w之间的距离 来确定。其中，

为距离函数公式。在距离函数公式中，x1是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巢湖市的（k×1）维特征向量；x0

是（k×K）维矩阵，x0的第i列表示安徽省第i个城市在“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发生之前的特征向量。其中，特征向量

可以通过方程组（3）来确定，表示为决定实际GDP水平的影响因素的线性组合。v是距离函数公式中（k×k）的半正定对称矩阵。

巢湖市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实际GDP估计均方误差受的选择影响。借鉴Abadie和Gardeazabal（2003）实证分析方法，[14]本

文选择半正定对角矩阵，以使得巢湖市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实际GDP估计均方误差最小，从而保证我们估计的合成巢湖的实际

GDP变动路径与巢湖市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实际GDP变动路径尽可能接近。 



 

 5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本文使用2000—2016年的安徽16 个地级市市辖区数据作为控制组，以巢湖市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市辖区数据及之后的县

级巢湖市数据为处理组，构造17 个地区平衡面板数据来分析区域市场整合与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变化对巢湖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2000年为分析起点，是基于安徽省最后一批地级市池州市和宣城市的设立时间是在2000年6月。2011年5月安徽省政府正

式提出撤销地级巢湖市并入合肥市的调整方案，2011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我们认为如此重大的行政区划调整，从规划到实施

必然会经历较长时间，对区域经济的实际影响要早于行政区划调整的颁布之日。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

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以及2010年合肥市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0亿元，

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并进入全国省会城市前十名的战略目标，可以看作“撤巢并合”由动议转向实质性操作的转折点。由

于我们的研究采用的是年度数据，因此认为2010年作为行政区划调整前后阶段的分隔时间点更具合理性。文中的实证数据来源

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7》《安徽统计年鉴2001—2017》和《巢湖统计公报》。 

1．“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对巢湖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将控制组样本设定为安徽省其他16个地级市市辖区，首先通过对比分析，观察“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对巢湖

市实际GDP变动路径的影响。图1是巢湖市的实际GDP对数与其他市辖区实际GDP对数平均值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在整个样本

期间内，巢湖市实际GDP一直处于安徽省其他16个地级市市辖区平均值的下方，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从图1中可以看出，

在2010年之前，巢湖市实际GDP与安徽省其他16个地级市市辖区实际GDP均值的变动路径显著不同。因此，不能以安徽省其他16

个地级市市辖区的简单平均作为一个合成控制组来近似“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巢湖实际GDP变动情况。 

 

为了识别“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引致的行政等级变动与区域市场整合对巢湖市实际GDP变动的影响，需要构建一个和巢

湖具有可比性的控制组样本。根据合成控制法的思想，本文以安徽省其他16个地级市市辖区实际GDP的加权平均作为没有发生“撤

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时巢湖的实际GDP情况，并将其与真实巢湖的实际GDP数据进行对比，以此估计“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

整引致的区域市场整合与行政等级变动对巢湖市实际GDP的影响。按照合成控制法的原理，为了构造一个作为可比控制组的“合

成巢湖”，需要对作为潜在控制组的所有安徽省16个地级市市辖区样本设定合理的权重。权重变量的选取要使得在“撤巢并合”

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影响合成巢湖实际GDP水平的各项因素（预测变量）与真实巢湖相同。本文选取的预测变量主要有：人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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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GDP对数、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第二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

目标变量为实际GDP对数。 

表1给出了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真实巢湖与合成巢湖的目标变量与预测变量结果的对比，我们从表1中可以看出，真实巢湖与

合成巢湖的这些主要经济指标数值非常接近。其中，真实巢湖的实际GDP对数值和实际GDP增长率两个指标与合成巢湖几乎相等；

另外，真实巢湖在其他几个经济指标数值上与合成巢湖也十分近接。因此，由表1可知，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构建的合成巢湖很

好拟合了“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真实巢湖。 

表1 预测变量的拟合与对比 

 真实巢湖 合成巢湖 

实际 GDP对数值 13.723 13.727 

实际 GDP增长率 12.181 12.182 

实际人均实际 GDP对数值 9.256 9.284 

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比重 52.734 52.788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46.805 42.15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比重 25.151 25.582 

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 3022.727 3042.032 

人口（万人） 86.655 86..678 

 

注：所有指标的统计口径均为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后，巢湖市统计口径为县级巢湖市。 

图2显示了真实巢湖与合成巢湖的实际GDP对数变动路径的对比图。从中可以看出，在“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真

实巢湖的实际GDP对数变动路径与通过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合成巢湖的实际GDP对数变动路径接近重合，合成巢湖完美地拟合了“撤

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巢湖的真实GDP对数变动路径。2010年以后，真实巢湖与合成巢湖的实际GDP变动路径开始出现明

显的分化，合成巢湖的实际GDP对数开始高于真实巢湖的实际GDP对数，并且二者之间的差异随时间推推移呈逐步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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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本文计算了2010年之后真实巢湖与合成巢湖的实际GDP对数之间的差距，以直观反映“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

整对巢湖实际GDP变动的影响。如图3所示，2000—2009年，真实巢湖与合成巢湖的实际GDP对数差距大致在正负0.05区间内波动；

2010年后，真实巢湖与合成巢湖的实际GDP对数差距持续为负，并且随时间推移呈逐步扩大趋势。2010—2016年，合成巢湖的实

际GDP分别比真实巢湖的实际GDP高出19、31、28、34、39、50、86亿元。2009年，合成巢湖与真实巢湖的实际GDP之比为1.03，

并且该比值自2010年“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以来呈逐步扩大趋势，2016年达到1.32，远大于2000—2009年内间任何一年的

比值。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后，巢湖的实际产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改变，并且改变程

度随时间推移逐步加大。 

 

2．稳健性检验 

首先，借鉴Abadie等（2010）使用的“安慰剂检验”法来进行统计检验，[19]我们想知道，使用上述合成控制法所估计的行

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完全由偶然因素驱动？换言之，如果从控制组中随机抽取一个地区进行合成控制估计，能否

得到类似的效应，如果发现该地区的合成控制估计结果与巢湖市的情况一致，那就说明合成控制法没有提供一个有力证据来证

明“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对巢湖市实际GDP变动存在影响。安慰剂检验对象应当选取在合成巢湖构建中所占权重较大的地区。

由表2可知，宣城市辖区和滁州市辖区在所有构成合成巢湖的5个权重为正的地级市市辖区中所占权重最大。 

表2 控制组权重 

城市 亳州 滁州 淮北 六安 宣城 

权重 0.124 0.352 0.09 0.054 0.38 

 

图4显示了对滁州和宣城进行安慰剂试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对于权重最大的宣城，真实宣城的实际GDP对数在2004年之前

略高于合成宣城，2004年之后合成宣城始终高于实际宣城，在2010年之前合成宣城并未能很好地复制真实宣城实际GDP。对于权

重第二大的滁州市，情况与宣城类似，2005年之前真实滁州实际GDP显著高于合成滁州，2005年之后合成滁州一直高于真实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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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GDP，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合成滁州与真实滁州之间的差距同样明显，合成滁州也未能很好地复制真实滁州实际GDP。安慰

剂试验验结果表明“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对巢实市实际GDP变动路径的影响并非是偶然的。 

 

其次，利用Abadie等（2010）提出的排序检验方法来检验我们对巢湖估计的政策效果是否在统计上显著。[19]其思想是假定

作为控制组内的安徽省其他16个地级市市辖区在2010都实施了行政区划调整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分别构建他们的合成控

制组，估计控制组在假定实施行政区划调整情况下的政策效果。将巢湖市实际发生的行政区划调政的政策效果与随机选择的控

制组在假定实施行政区划调整政策下产生的政策效果与进行对比，如果两者的政策效果差异明显，那么可以认为“撤巢并合”

行政区划调整引致的区域市场整合与行政等级变动对巢湖市实际GDP变动的作用是显著的。 

利用STATA15调用synth_runner程序对安徽所有其他16个地级市市辖区都进行了安慰剂试验，得到了每个地区实际GDP对数

与各自合成版本GDP对数之间的差距。根据排序检验，假如我们发现巢湖的差距与其他16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差距分布呈显著的差

异，由此可以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对巢湖市实际GDP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考虑到合成版本是通过近似“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

之前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构造的，如果作为控制组的安徽其他16个地级市市辖区中某个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平均预测

标准差较大，表示合成变量对该城市实际GDP的近似程度较差，不宜将该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后的差距作为参照对象。通过计

算，巢湖的平均预测标准差是0.0483，本文在控制组中去掉了7个平均预测标准差是巢湖2倍以上的城市。图5显示了去掉7个2倍

以上平均预测标准差城市后的误差分布图。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2010年“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巢湖市与安徽省余下

地区在真实的实际GDP与合成的实际GDP差距表现上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后，巢湖市与安徽省

余下地区的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步变大。从图5中可以明显看出，巢湖市真实的实际GDP与合成的实际GDP的差距位于其他城市该指

标差距分布的下方外部，这表明如果随机从安徽省选择一个没有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进行估计，能够得到和巢湖市一样显

著的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行政等级变动的经济影响的概率为1/10，因而恰好在10%水平上显著。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撤

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区域市场整合与行政配置资源能力的变化对巢湖市（行政区划调整前的市辖区，之后的县级巢湖

市）的实际GDP变动路径产生了影响。行政区划调整后，真实巢湖的实际GDP与合成巢湖的实际GDP相比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并且

二者间的差距在2010年至2016年间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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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一步考察 

可以认为，区域市场整合与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降低的聚合力是导致行政区划调整后巢湖市的实际产出增长路径低于假

设未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合成增长路径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识别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区域市场整合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将上述研究思路用于同样受“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但未发生城市行政等级变动的合肥市和庐江县的研究。 

首先，仍然以合肥市市辖区为研究的空间范围和处理组，以除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其他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市

辖区为控制组，构建样本范围为2000—20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图6给出了实际合肥与使用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合成合肥的实际GDP

对数路径。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合成合肥很好地复制了实际合肥的增长路径，行政区划调整后，二者的增长路径出现了明显

的差异，实际合肥的增长路径开始高于合成合肥，这一差异刚好与巢湖相反。2009年实际合肥与合成合肥的实际GDP之比为1.036，

2010年即达到1.133，此后持续增大，2015年达到1.147，大于2000—2009年间任何一年的比值。安慰剂检验和排列检验证实了

合成控制结果的稳健性①。这表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进行区域市场整合，确实促进了合肥市的经济增长。 

其次，同样运用合成控制法估计“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对庐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全省其他59个县级地区为控制组，

样本范围为2000—2014年。如图7所示，合成控制估计结果与合肥类似，与巢湖相反。从图7中可以看出，2011年以前合成庐江

的增长路径与真实庐江高度一致，合成庐江很好地复制了真实庐江的增长路径，从2011年开始，真实庐江的实际GDP对数显著高

于合成庐江。2010年真实庐江与合成庐江的实际GDP之比为0.96，2011年扩大至1.01，此后持续增大，2014年已达到1.15，大于

2000—2009年间任何一年的比值。合成控制估计结果同样表明区域市场整合显著提升了庐江市的经济增长，并且影响强度高于

合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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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合肥市和庐江县的分析，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推进区域市场整合，扩大了城市经济活动空间，促进了合肥市和庐

江县城市经济增长。进一步，为了在逻辑层面更加清楚地识别“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的市场整合效应，通过简单的趋同检

验方法考察合肥市下辖各区在行政区划调整后是否出现经济发展的趋同态势。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将合肥市辖区、长丰县、肥

东县、肥西县、庐江县和巢湖市2000—2016年间的经济增长作为实证检验对象。分别检验了2000—2009年和2010—2016年两个

阶段的实际产出趋同状况。基于gi=α+βlnyi,to+εi，进行绝对趋同检验，其中gi表示两阶段内实际产出的年均增长率，yi,to

为期初实际GDP，若系数β的回归结果小于0且通过检验，则认为存在绝对趋同。考虑到巢湖市在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市行政等级

降格对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在回归中分别考察了包含巢湖和不包含巢湖两种情形。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包含巢湖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两个阶段的回归系数小于0，但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值和拟合优度均未通过检验，回归结果

不显著。从样本中剔除巢湖后，2000—2009年的回归结果仍然不显著，但在行政区划调整后的2010—2016年，系数回归结果为

负，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拟合优度也达到了0.68，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后带来的区域市场整合使得庐江县经济增长水平与原

合肥地区趋同。 

表3 趋同实证检验结果 

阶段 期初 GDP回归系数 t统计量值 R2 样本范围 

2000—2009 -0.0181 -0.49 0.056 包含巢湖 

2010—2016 -0.0032 -0.41 0.046  

2000—2009 -0.0095 -0.29 0.37 不包含巢湖 

2010—2016 -0.0064* -1.97 0.68  

 

注：*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巢湖市的经济发展滞后是造成行政区划调整后大合肥地区经济增长偏离趋同的首要原因，从实际数据

来看，2010—2016年间巢湖市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6%，大大低于同期合肥地区其他城市年均增长率均值15%。 

通过对合肥市和庐江县的合成控制分析，以及区域市场趋同检验结果，可以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后巢湖市实际经济增长低

于合成巢湖的主要原因在于巢湖市城市行政等级降格引致的行政配置资源能力的弱化，区域市场整合的溢出效应尚未能弥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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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等级降格导致的资源漏出效应。在“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作为地级市辖区的巢湖市，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将辖区内

的经济资源向市区集中，形成中心城区对所辖地区要素资源的汲取。但是，在“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后，巢湖市的城市

行政等级降格，导致巢湖市政府的行政调动资源能力大为减弱。在失去区域行政中心地位后，巢湖市对要素流入的吸引力显著

下降。从图8的人口变动趋势图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后巢湖市的总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反观城市行政等级没有改变

的合肥市和庐江县，在“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后，庐江县人口变动趋势平稳，合肥市的市辖区总人口则出现了跳跃式增长，

这与区域市场整合、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对人口流动限制有直接关联。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撤巢并合”行政区划调整作为研究区域市场整合与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变化的经济效应的一次自然实验，运用

合成控制法对此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巢湖市在经历了区域市场整合与行政等级降格后，真实经济增长路径低于

合成巢湖；城市行政等级未发生变动的合肥市和庐江县在区域市场整合后，实际经济增长路径均高于潜在的增长路径。区域经

济增长的协同检验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后庐江县经济增长与原合肥地区趋同，巢湖市经济增长偏离了区域整体的增长趋势。 

可以认为区域市场整合能够优化内部资源配置，降低要素流动壁垒，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增长（以合

肥、庐江为代表）。然而，与区域市场整合伴生的城市行政配置资源能力的弱化使巢湖市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路径。尽管本

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撤巢并合”案例得出的，但是从中可以窥探出地方政府行政配置资源能力对处于地理区位劣势、经济基

础薄弱的中小城市而言，仍是保障其经济增长的一道防火墙，一旦失去行政力量对要素流动的干预，那么，在市场力量的作用

下，资源将加速从这些城市流出，从而造成区域市场整合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城市经济增长受损。 

将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推广，认为随着以城市群建设为代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市场一体

化程度将不断加深。这意味着在城市群内部处于从属地位的城市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能力将不断减弱，这类城市的名义行

政等级虽未发生变化，但是以行政力量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相对于区域中心城市而言实则降低了，容易造成资源过度向城市群

内的中心城市集聚，导致集聚阴影效应。在我国依靠市场和行政两种力量进行资源配置的转型经济体制背景下，在城市经济发

展的早期阶段，高行政等级的中心城市依靠行政力量吸纳了区域内的优质资源，形成对其他城市的“一次汲取”。中心城市在

依靠行政等级取得先发优势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推动区域市场整合，弱化行政区经济，极易造成资源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

一步向中心城市集聚，形成中心城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二次汲取”，造成区域内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发展失衡。因此，本

文认为，在区域市场整合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政府也应当做好区域内各城市的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产业协同，协调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功能定位，增强中心城市对区域其他城市的幅射带动作用，以达到

市场整合过程中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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